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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强人类活动目前已经成为河口演变的主要动力。阐明流量驱动下河控型河口潮波传播演变

过程及机制, 对河口治理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评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珠江磨刀门河口为例, 研究了

径潮动力阶段性演变特征。采用流量驱动的 R_TIDE 数据驱动模型探究了该区潮波振幅梯度和上下

游动力边界(即上游流量和口门振幅)关系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 在强人类活动影响下, 各潮位站

M2 分潮振幅明显上升(三灶站除外), 且具有季节性差异和阶段性变化, 灯笼山-马口河段的 M2 分潮

振幅沿程平均增大约 0.07 m, 河段潮波振幅梯度平均增大约 4.61×10–6 m–1。研究潮波振幅梯度与上

下游动力边界的阈值的关系表明, 阈值效应主要出现在甘竹-马口河段。在强人类活动影响下, 潮波

振幅梯度阈值增大, 相应的流量阈值增大, 而振幅阈值基本不变。在达到振幅阈值之前, 由于底床摩

擦效应, 大潮振幅衰减效应大于小潮, 而在超过振幅阈值后, 地形辐聚效应成为影响潮波振幅梯度

变化的主要因素, 大潮振幅衰减效应小于小潮。阈值的变化主要与流量、地形、摩擦等多因子耦合

作用有关, 当地形辐聚效应和底床摩擦效应达到平衡时, 潮波振幅梯度与上下游动力边界之间则出

现阈值效应。该现象的发现可为河口海岸防灾减灾和水资源管理等实际问题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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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是陆海径潮动力耦合的独特区域 , 既有上

游径流汇入, 又有外海潮波上溯, 还受人类活动叠加

效应的影响, 导致其动力结构复杂多变。河口动力的

典型特征包括径潮相互作用、斜压效应、波流耦合等, 

其中, 径潮相互作用对洪水下泄、盐淡水混合、最大

浑浊带形成、营养盐和污染物输移等物理、化学和生

物过程均有直接影响。潮波振幅梯度, 即潮波振幅沿

程的平均变化率, 综合反映了径流、潮汐和底床摩擦

等多因子影响在河口空间上的差异 , 是探讨河口复

杂径潮动力结构的有效切入点。因此, 揭示潮波振幅

梯度与上下游动力边界(即上游径流和外海潮汐)的耦

合过程及机制是河口动力学研究的基础科学前沿问

题, 可为河口海岸区域自然灾害(如咸潮上溯、洪涝、

赤潮等)的防治和水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等提供重要

科学依据(Schuttelaars et al, 2013; Cao et al, 2020; 杨

昊等, 2020)。 

国内外针对河口径潮相互作用的研究由来已久。

研究表明 , 当潮波受到径流和地形的调制作用时呈

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变化(Hoitink et al, 2017; Ji et al, 

2019), 河口潮波衰减主要通过流量和底床的摩擦效



514 海   洋   与   湖   沼 53卷 

 

应实现(Godin, 1985; Savenije, 1992; Horrevoets et al, 

2004)。当流量增大时, 全日分潮和半日分潮的振幅以

不同幅度衰减, 而河道底床下切, 水深增大可导致底

床摩擦效应减弱 , 引起沿程潮波振幅不同程度的增

加(Cai et al, 2012)。对河口地形进行概化并考虑下泄

径流影响 , 采用一维潮波传播解析模型可通过潮波

振幅梯度和余水位梯度等参数揭示潮波传播的时空

变化特征及其动力学机制(Cai et al, 2016)。当河口动

力以径流作用为主时, 传统调和分析(Pawlowicz et al, 

2002)的水位预报误差明显增大。针对流量影响下河

口潮波传播的非定常和非线性问题 , 对水位序列采

用连续小波变换(Guo et al, 2015; Moftakhari et al, 

2016)、经验模态分解(Pan et al, 2018a)、经验正交函

数(Pan et al, 2019)、非平稳潮汐调和分析(Matte et al, 

2013, 2014; Pan et al, 2018b)等处理方法探讨流量对

潮波传播的影响过程及机制均取得较好效果。 

近年来 , 流量对潮波传播的衰减及其阈值效应

研究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 在长江河口感潮河段, 

流量与潮波振幅梯度之间存在阈值效应 , 即流量小

于临界阈值时, 随着流量增大潮波衰减效应增强, 但

当潮波振幅梯度达到极小值后 , 随着流量增大衰减

效应反而减弱(Cai et al, 2019; 张先毅等, 2019)。在珠

江磨刀门河口也观察到类似现象, 即在甘竹-马口河

段潮波振幅梯度随流量变化有先减小后上升的特点, 

在人类活动干预较弱的自然演变阶段 , 潮波振幅梯

度在流量为 5 000~10 000 m3/s时达到极小值, 而在人

类活动强烈影响后的恢复调整阶段 , 该流量阈值上

升至 15 000~20 000 m3/s, 且其对应的潮波振幅梯度

极小值增大(Yang et al, 2020; 张先毅等, 2020), 反映

因采砂导致的河槽容积增大对潮波振幅梯度阈值的

增大效应。综上所述, 对于河口径潮相互作用及潮波

振幅梯度与流量动力边界关系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 

但是对于定量辨识流量驱动下潮汐调和分析结果的

阶段性演变以及潮波振幅梯度与下游动力边界关系

的研究等相关科学问题还尚待深入。 

位于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核心经济圈的

珠江三角洲是全球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程度最大的区

域之一。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如水库建设、口门围垦、

无序采砂、航道疏浚等)导致来水来沙和地形地貌发

生明显变化 , 进而显著改变珠江河网的径潮动力格

局。水库建设使河流挟沙量锐减, 三角洲河道下切加

剧; 地形变化导致西江、北江的水沙分配格局发生变

化, 河网中上部地区余水位梯度变缓(Liu et al, 2019); 

口门围垦、口门整治叠加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则导致磨

刀门河口的形态向窄深化趋势演变(Tan et al, 2019)。

以上变化导致珠江主要出海口 , 即磨刀门河口的潮

流界和潮区界显著向上游移动 , 咸潮上溯灾害风险

增大, 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

用水的水质安全形成严峻挑战。因此, 本文针对强人

类活动驱动下的径潮动力异变问题 , 采用数据驱动

模型探究流量驱动下珠江磨刀门河口潮波传播特征

的异变过程, 并分析潮波调和常数的阶段性演变, 揭

示潮波振幅梯度对上下游动力边界的响应过程及机

制 , 研究成果可为受到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的河口

三角洲的治理和保护等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珠江河网(图 1)流域面积达 4.5×105 km2, 具有三

江(东江、西江、北江)汇流, 八口(自东向西依次为虎

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

崖门)入海的特点, 河网纵横交错导致径潮动力相互

作用过程复杂。珠江每年约有 2 823×108 m3淡水流量

及 72.4×106 t悬沙量流入南海(Liu et al, 2018), 平均

流量约为 8 952 m3/s, 口门附近潮差为 1.0~1.7 m。磨

刀门河口为西江入海口 , 是八大口门中输水输沙量

最大的河口, 该河口属典型的河控型河口。据三角洲

顶端马口水文站 1959~2016年月均流量资料, 其多年

平均流量为 7 078 m3/s, 月均流量最大值为 29 000 m3/s 

(6月), 最小值为 1 210 m3/s (1月), 洪枯季差异明显

(杨昊等, 2020)。潮汐以不规则半日潮为主, 日不等现

象显著, 灯笼山站平均涨落潮历时分别为 5.37 h 和

7.25 h, 口门处三灶站潮型系数为 1.30。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 强人类活动已成为河

口三角洲系统演变的第三驱动力(陈吉余等, 2008)。

口门围垦、联围筑闸、河道采砂及上游流域水库建设

等高强度人类活动极大影响磨刀门河口的河道形态

和径潮动力, 其“动力-沉积-地貌”体系发生显著变化

(吴超羽, 2018)。20世纪 80年代前, 磨刀门地区主要

人类活动为大规模滩涂围垦 ,  至 1 9 9 7 年已有

16.5 km2的浅滩被围填成陆地(Tan et al, 2019)。围垦、

疏浚、口门整治等一系列工程措施使河口口门区水域

面积减小, 入海水道水深增大,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入海口门向海延伸约 13 km (何用等, 2018)。其次, 20

世纪 50~70年代中期, 大规模的联围筑闸导致三角洲

腹部水位壅高, 中上游水面比降变缓, 流速减小, 水

流挟沙能力降低, 河床产生淤积(刘锋等, 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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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域及所用潮位站或水文站位置 
Fig.1  The study area and the deployment of the tidal gauging stations and the hydrological station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由于用沙需求激增, 在珠江

河网区出现大规模河道采砂活动。磨刀门采砂活动主

要集中在珠海大桥以北河段 , 1991~2000 年共挖沙

420×104 m3 (韩志远等, 2010)。截至 2006年, 西江流

域大坝总库容达 5.38×1010 m3, 占其入海淡水流量的

24.7% (Liu et al, 2018)。大坝建成后流域内大部分沉

积物被截留在上游地区 , 西江干支流输沙量均呈下

降趋势, 下游泥沙供给量锐减(Wang et al, 2011)。在

上述强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下 , 珠江磨刀门河口沿

程河床大幅下切, 河槽容积增大, 导致近年来潮汐动

力显著增强, 咸潮上溯加剧(韩志远等, 2010; 张先毅

等, 2020)。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及其处理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取自《广东省水文年鉴》第八卷和

广东省水文局, 潮位原始数据高程为冻结基面, 已统

一转换至珠江基面。数据包括磨刀门河口沿程 4个潮

位站(三灶、灯笼山、竹银、甘竹站)逐日高、低潮位

数据和相应时段马口水文站日均流量及逐日高、低潮

位数据, 并对潮位和流量数据进行分段三次 Hermite

插值处理后获得的逐时数据。站点具体信息见表 1。 

表 1  磨刀门河口各站点数据信息 
Tab.1  Information of the adopted tidal gauging stations and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the Modaomen estuary 

站点 经度 纬度 时间跨度 时间长度/a

马口(MK) 112°48′E 23°07′N 1966~2016年 51 

甘竹(GZ) 113°04′E 22°48′N 1966~2016年 51 

竹银(ZY) 113°17′E 22°22′N 1966~2016年 51 

灯笼山(DLS) 113°24′E 22°14′N 1966~2016年 51 

三灶(SZ) 113°24′E 22°02′N 1966~2016年 51 

 

2.2  R_TIDE数据驱动模型 

本文采用径潮耦合的数据驱动模型 (river-tidal 

harmonic analysis, R_TIDE)对逐时潮位数据进行调和

分析(欧素英等, 2017), 模型可输出重构的逐时水位、

特定分潮的振幅和迟角等。在径流动力占主导的河口, 

潮波上溯受到径流季节性周期变化的调制影响 , 传

统的潮汐调和分析模型对河口区潮波特征的分析和

预报误差较大, 不能满足径潮信号分离的要求。为有

效辨识潮波在流量影响下的传播特征, 基于 Matte 等



516 海   洋   与   湖   沼 53卷 

 

(2013, 2014)提出的非平稳调和分析 (nonstationary 

tidal harmonic analysis, NS_TIDE)思路, 假设河口任

意位置潮波振幅和迟角主要受上游流量和地形变化

的非线性调制影响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假定分析时

段内河口地形边界不变, 将信号分成由流量 Q 引起

的水位变化和径流调制影响下的潮水位变化 , 通过

信号分离定量分析感潮河段径潮动力相互作用。 

无径流调制时 , 对于月球和太阳引起的周期性

潮汐现象可看作是许多假想天体引起的简单的潮汐

简谐波动的总和(Pawlowicz et al, 2002), 即潮位曲线

可近似看作是由许多振幅、周期、相位不同的分潮组

成。潮位可表达成以下多个余弦函数的叠加形式:  

 0
1

( ) cos
N

i i i i i i
i

z t z f H t V u g


     ,      (1) 

其中, z(t)为站点的实测潮位; t为时间; z0为平均海面

高度; N为分潮个数; fi为分潮振幅的订正因子, 为时

间的函数, 常取一年的中值; Hi为分潮平均振幅; σi为

分潮角频率; Vi 为分潮初相角; ui 为天文相角的交角

订正角, gi为由于海底摩擦、海水惯性引起的迟角。

其中 Hi和 gi合称为分潮调和常数。 

Kukulka 等(2003)基于一维圣维南方程组推导得

出河口三角洲内任意位置 x的潮波振幅变化:  

0
0

( )
ln

( )
 

j

j

z t
a rx

t
,            (2) 

其中, j=1,2,3,…,m, m为逐时序列的数据个数; r为衰

减系数; ε0(tj)为河口口门位置 x=0 处的潮波振幅; a

为常数。衰减系数 r为潮波传播速度、水深、流量和

河道摩擦系数的函数(Jay et al, 1997)。若摩擦系数采

用曼宁公式 ,  且摩擦系数与潮波传播速度均为水 

深的函数, 则衰减系数 r 可简写为水深 h(tj)和流量

Q(tj)的函数:  

    ,j jr f h t Q t ,           (3) 

或:  

   0 1 2j jr p p h t p Q t
 

   ,         (4) 

其中, h(tj)和 Q(tj)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水深和流量; p0、

p1、p2、β、γ 均为待定参数。式(3)未考虑外海非潮动

力边界比如风暴等因素的影响, 这是与Matte等(2013, 

2014)提出的非定常调和分析模型的不同之处。假定研

究时间段河道底床高程不随时间变化, 则式(4)中水深

项可归到常数项, 衰减系数 r可简写为 

 0 2 jr p p Q t


  ,            (5) 

即河口潮汐非线性变化仅受流量驱动影响。结合式

(1)、(2)、(5)可得流量影响下任意位置 x 的潮水位

变化 :  

   

   

0 2

0
1

cos sin

j j

N

i i j i i j
i

z t p p Q t

z b t c t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式(6)的待定系数 bi、ci、γ可通过粒子群优化算法

(Kennedy et al, 1995)或求解带约束的非线性多变量方

程组来确定该参数的最优值。由于流量对不同分潮的

影响程度存在差异(Guo et al, 2015), 半日分潮的衰减

效应大于全日分潮, 将流量对每一个分潮族的调制影

响均采用不同的待定系数, 则式(6)可表示为:  

     j j jz t S t F t  ,           (7) 

其中,  

   0 1j jS t d d Q t


  ,            (8) 

          0, 1, 0, 1,
1

cos sin
N

j i i j i j i i j i j
i

F t v v Q t t r r Q t t
 

 


             .              (9) 

式(7)即为流量驱动下的 R_TIDE 模型, S(tj)为底

床高程或水深变化、海平面、流量等引起的平均水面

变化, 称为余水位项; F(tj)代表不同流量条件下径潮

耦合引起的水位变化, 称为径潮耦合项。d0、d1、v0、

v1、r0、r1为模型的待定参数, 通过求解带约束的非线

性多变量方程组来确定。同时, 由于磨刀门河口径流

动力占优势导致径潮动力非线性因素作用较强 , 洪

水流量时导致三角洲上段为径流控制, 无潮汐波动。

因此, 在 R_TIDE 模型中引入临界流量 QC, 当连续

2 d潮差小于某个值(如 0.001 m)时所对应的最小流量

即为临界流量, 当流量大于 QC 时, 表示该站点及其

以上河段不存在潮汐信号。 

假设河口三角洲任意位置采用时间间隔为 Δt 的

观测潮位 y(tj)(j=1,2,3,…,m)序列, 根据实测资料序列

长度 mΔt、分潮频率差和 Rayleigh 准则判据 Δσ 

=max[(mΔt)1, σiσj], 选择待提取的分潮, 将参数 tj、

σj、Q(tj)代入式(9), 要求模型计算结果 y(tj)和实测水

位 z(tj)的误差平方和达到最小, 即:  

    22

1

min
m

j j
j

z t y t


     .      (10) 

选择对应资料长度的全日分潮、半日分潮等分潮

族, 对实测潮位进行回归拟合, 回归模型效果以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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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误差 ERMS和相关指数 R2表示, 即:  

 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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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 j
j

z t y t

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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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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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式(12)中, z和 y 分别表示实测水位和模拟水位时间

序列的平均值。 

2.3  径潮动力的特征指标 

三角洲水道径潮动力相互作用的阶段性特征可

通过余水位梯度(S)和潮波振幅梯度(δ)来表述。基于

R_TIDE 模型计算出来的余水位( Z )和潮波振幅(η), 

统计余水位梯度和潮波振幅梯度, 计算公式分别为 

1 2Z Z
S

x





,               (13) 

1 2

1 2

2

x

 


 



 

,            (14) 

式中, 1Z 、 2Z 分别表示上、下游站点的余水位; η1、

η2分别代表上、下游站点的潮波振幅; Δx为潮位站之

间的距离。 

3  结果 

3.1  径潮动力格局的阶段性演变 

前期研究表明, 基于灯笼山-马口河段月均余水

位梯度(或潮波振幅梯度绝对值)与流量的双累积曲线

变化趋势, 可知曲线斜率在 1990年与 2000年发生明

显改变(张先毅等, 2020)。根据上述结果, 可将磨刀门

河口径潮动力格局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1990年前为

自然演变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阶段 , 但此阶段人

类活动尚未对河口径潮动力格局产生明显影响 , 河

口处在动态平衡期, 以自然演变为主, 称为“平衡期”

(简称 P1); 2000 年后, 河道中下游采砂活动基本已停

止, 滩涂围垦面积锐减, 河口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已发

生径潮动力格局转换 , 为强人类活动干预后河口的

自适应调整阶段, 称为“调整期”(简称 P2); 1991~2000

年为人类活动影响最强烈的时期 , 河口从自然演变

为主的平衡态向强人类活动干预后的平衡态转变 , 

为两个平衡态的过渡阶段, 称为“过渡期”。 

3.2  R_TIDE数据驱动模型率定效果 

围绕珠江磨刀门河口径潮动力异变问题 , 采用

流量驱动的R_TIDE数据驱动模型对径潮信号进行分

离。表 2为磨刀门河口两个阶段沿程站点的临界流量

QC、模型主要率定参数及相关的模型评价指标(ERMS

和 R2)结果。C1~C9为不同分潮族所使用的参数, 其中

C1代表长周期气象分潮, 其周期约为 15 d, 反映一个

大小潮周期变化; C2、C3分别代表全日和半日分潮族, 

为主导该区域潮汐动力的分潮族; C4~C9 分别代表短

周期波动, 由分潮浅水变形效应(如 M4、MS4、M6、

M8)产生, 反映地形、底床摩擦等边界条件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越往下游 ERMS值越大, 表明模型对潮流

优势区域水位的重构效果略低于上游区域, 但是其 R2

均大于 0.79, 模型结果合理。对于马口站, 由于其为流

量驱动边界, 除受洪峰影响外还受边界效应影响, 因

此其 ERMS相对较大。调整期阶段的 ERMS比平衡期普

遍增大, R2 减小, 表明强人类活动对地形的改造导致

水面线为适应地形变化, 水位对流量的响应敏感度有

所降低, 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准确性。 

图 2为 R_TIDE模型在平衡期和调整期重构得到

的不同站点日均水位与实测值的对比结果 , 其中黑

色虚线表示实测值与重构值完全一致。当流量大于临

界流量 QC时潮波基本消失, 率定过程中流量大于 QC

时间段所对应的潮波信号为虚假信号 , 结果分析部

分已剔除这部分信息。由图 2可知, 马口站下游站点

模型拟合的效果较好(ERMS介于 0.14~0.22 m, R2介于

0.79~0.99)。但由于夏季洪峰出现次数多且持续时间

长 , 对径潮信号分离产生较大影响 , 模型误差较大 , 

因此当流量接近临界流量 QC 时, 马口站重构水位比

实测值偏大。 

由表 2可见, 调整期的 QC和 γ均大于平衡期, 主

要原因为调整期阶段潮汐动力增强 , 潮区界向上游

移动。流量指数 γ反映地形边界条件变化, 其值增大

表明河床下切, 过水断面增大。其中三灶站变化最大, 

反映入海水道水深剧增, 而上游各站点水深均有不同

程度增大。竹银、灯笼山站主要受采砂影响, 而马口、

甘竹站点除受采砂影响外, 还受上游流域水库调蓄等

影响, 导致马口水文站的分流、分沙比发生变化, 进而

显著改变底床形态。竹银及其下游站点为潮流优势河

段, QC均一致, 而甘竹、马口则受强烈径流影响, 流量

越大, 潮区界越往下游移动, 因此, QC逐渐减小。 

3.3  M2分潮振幅及其梯度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由于磨刀门水位及其梯度发生阶段性异变 , 导

致潮波振幅及其梯度亦发生显著变化。磨刀门河口潮

汐动力主要由 M2 分潮主导, 因此选用其作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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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_TIDE 数据驱动模型的部分参数及效果评价 
Tab.2  Calibrated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R_TIDE data-driven model and its model performance 

P1阶段取值 P2阶段取值 
参数 

参数意义 

(选用分潮) 三灶 灯笼山 竹银 甘竹 马口 三灶 灯笼山 竹银 甘竹 马口

R2 见 2.2 0.83 0.79 0.87 0.99 0.98 0.80 0.79 0.81 0.95 0.96

ERMS/m 见 2.2 0.17 0.14 0.14 0.16 0.17 0.17 0.15 0.15 0.17 0.22

QC/(×104m3/s) 见 2.2 4.01 4.01 4.01 1.89 1.13 5.27 5.27 5.27 2.90 2.21

γ 见 2.2 0.20 0.34 0.87 1.10 1.07 1.99 1.12 1.32 1.36 1.35

C1 Msf (D1/14) 0.02 0.03 0.01 0.27 1.18 0.98 1.69 0.96 2.00 0.79

C2 O1、K1 (D1) 1.99 0.18 0.43 1.00 0.04 1.85 0.53 0.37 1.03 0.72

C3 M2、S2 (D2) 1.70 1.05 0.95 0.93 0.82 1.13 1.16 1.19 1.25 1.09

C4 M3、2MK3 (D3) 0.76 1.67 1.44 1.73 1.11 1.04 0.65 0.39 0.75 0.94

C5 M4、MS4、S4 (D4) 0.08 0.01 0.02 1.90 1.11 0.03 0.02 0.02 1.99 1.88

C6 2MK5、2SK5 (D5) 0.76 0.69 0.58 1.09 1.10 0.78 0.31 0.41 0.52 1.01

C7 M6、2MS6 (D6) 0.81 0.84 0.38 1.05 1.10 0.91 0.85 0.89 0.73 0.94

C8 3MK7 (D7) 0.79 1.04 1.00 1.07 1.10 0.93 0.96 1.04 1.05 1.06

C9 M8 (D8) 0.80 1.06 1.01 1.07 1.10 0.93 0.96 1.05 1.07 1.07

注: Msf表示以半个月为周期的长周期分潮 

 

图 2  R_TIDE数据驱动模型率定结果 
Fig.2  Calibration of the adopted R_TIDE data-driven model 

 
分潮进行分析。M2 分潮振幅及其梯度的季节及年均

变化如表 3所示。潮波向上游传播过程中振幅沿程衰

减, 洪季振幅小于枯季(三灶站除外), 表明径流对潮

波传播存在明显的衰减作用 , 尤其是在磨刀门河口

上游。平衡期灯笼山站振幅的洪枯季差异仅为 0.03 m, 

甘竹站则为 0.07 m, 调整期潮波振幅有明显增大(三

灶站除外), 且上游马口站振幅的洪枯季差异增大(约

为 0.02 m), 其下游的甘竹、竹银站则减小, 灯笼山、

三灶站振幅的洪枯季差异基本不变。 

为探究潮波传播过程的时空不均匀性 , 对比分

析强人类活动前后各站点日均 M2分潮振幅及相邻站

点间日均 M2 分潮潮波振幅梯度的阶段性演变, 绘制

时间过程线如图 3所示, 图中黑色实线表示阶段性演

变为 0。图 3a为强人类活动前后各站点日均 M2分潮

振幅变化值的年内分布, 其中日均 M2 分潮振幅变化

值定义为调整期的 M2分潮振幅的日平均值减去平衡

期所对应的值, 记为 Δη (以下日均 M2分潮潮波振幅

梯度变化值的定义类似, 记为 Δδ)。由图 3a可见, 站

点距离口门越远其值越大 , 其中三灶站振幅年均减

小 0.01 m, 而马口站则变化 0.11 m。季节变化也有类

似规律(马口站夏季和甘竹站冬季除外), 表明振幅变

化量的季节性差异有向上游累积的效应。日均潮波振

幅梯度的时空变化如图 3b 所示。潮波振幅梯度最小

值出现在夏季, 最大值出现在冬季。三灶-甘竹河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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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磨刀门河口各潮位站 M2 分潮振幅及其梯度的季节变化及年均变化 
Tab.3  Seasonal and annual alterations in amplitude and its gradient of M2 tidal constituent observed at each tidal gauging station 

along the Modaomen estuary 

潮波振幅 η/m 潮波振幅梯度 δ/(×10–6 m–1) 
阶段 站点 

春 夏 秋 冬 年均
河段

春 夏 秋 冬 年均 

P1 0.43 0.43 0.43 0.43 0.43 10.74 12.36 10.86 8.81 10.70 

P2 0.42 0.43 0.42 0.42 0.42 5.99 8.30 5.47 4.56 6.08 

d 

SZ 

0.01 0.01 0.01 0 0.01 

SZ-MK

4.75 4.06 5.39 4.26 4.61 

P1 0.31 0.28 0.31 0.33 0.31 21.59 28.16 20.78 17.20 21.95 

P2 0.37 0.33 0.37 0.37 0.36 9.78 17.14 8.58 6.40 10.49 

d 

DLS 

0.06 0.05 0.06 0.06 0.05 

SZ-DLS

11.81 11.03 12.20 10.80 11.46 

P1 0.23 0.19 0.23 0.26 0.23 16.26 22.03 15.55 12.45 16.59 

P2 0.32 0.28 0.33 0.34 0.32 6.34 8.59 6.01 5.52 6.62 

d 

ZY 

0.10 0.10 0.10 0.09 0.09 

DLS-ZY

9.93 13.44 9.54 6.93 9.97 

P1 0.12 0.07 0.12 0.17 0.12 13.00 19.32 11.97 7.98 13.08 

P2 0.21 0.16 0.22 0.24 0.21 7.83 11.41 7.27 6.45 8.25 

d 

GZ 

0.09 0.09 0.10 0.07 0.09 

ZY-GZ

5.17 7.90 4.70 1.53 4.83 

P1 0.07 0.03 0.06 0.10 0.07 16.44 22.82 16.21 9.72 16.32 

P2 0.18 0.12 0.19 0.22 0.18 4.44 9.11 3.36 1.89 4.71 

d 

MK 

0.11 0.09 0.13 0.12 0.11 

GZ-MK

12.00 13.71 12.85 7.84 11.61 

注: d表示 P2阶段减去 P1阶段 

 

图 3  强人类活动前后磨刀门河口日均 M2分潮潮波振幅及其梯度的阶段性差异 
Fig.3  Stepwise alteration in tidal amplitude and gradient under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Modaomen estuary  

注: Δη表示日均 M2分潮振幅变化值; Δδ表示日均 M2分潮潮波振幅梯度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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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波振幅梯度在调整期阶段的洪枯季差异减小(各河

段洪枯季差异的阶段性变化分别为 7.14×10–7、

4.86×106、5.11×10–6 m–1), 且越往上游减小量越大, 表

明强人类活动对潮波振幅梯度的增大效应在甘竹以下

河段都有累积效应, 但在甘竹-马口河段, 洪枯季差异

虽减小但幅度小于竹银-甘竹河段(洪枯季差异的阶段

性变化为 4.24×10–6 m–1), 表明强人类活动干预后甘

竹-马口河段潮波振幅梯度对流量响应减弱。从潮波振

幅梯度变化量来看, 三灶-灯笼山河段在秋季变化最大, 

灯笼山-甘竹河段则为夏季变化最大, 甘竹-马口河段

则是夏季。上述结果表明三灶-灯笼山河段水动力主要

受海平面变化控制(秋季三灶余水位最大); 而甘竹-马

口河段受径流控制为主, 由于该区域在调整期明显受

水库调蓄影响(即洪季蓄水、枯季放水), 虽然潮波振幅

梯度夏季阶段性变化最大, 冬季最小, 但是其洪枯季

差异减小, 是流量季节性差异减小的直接反映。 

3.4  潮波振幅梯度与上下游动力边界的关系 

图 4为三灶-马口河段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

与马口站日均流量的关系曲线(图 4a)及其季节变化

(图 4b~4e)。平衡期阶段三灶-马口河段潮波振幅梯度

极小值(记为 δM)为1.41×10–5 m1, 对应流量阈值为

10 500 m3/s, 而在调整期阶段则分别变为1.38×105 m1

和 19 500 m3/s (其中流量阈值定义为当潮波振幅梯

度达到极小值所对应的流量值 , 记为 QM)。日均尺

度下 , 阈值效应在调整期的冬季基本消失。从季节

变化来看, 平衡期的秋季潮波振幅梯度极小值最小, 调

整期则为夏季最小, 冬季最大, 大流量下潮波衰减效应

更明显。调整期阶段潮波振幅梯度极小值(约为1.38× 

105 m1)和对应流量阈值(约为 19 500 m3/s)均大于

平衡期。 

 

图 4  三灶-马口河段 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δ)与马口站日均流量(Q)的阈值关系(a)及其季节变化(b~e)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averaged M2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over SZ-MK reach (δ) and the river discharge (Q) observed 

at the MK hydrological station to illustrate the threshold effect (a) and its seasonal alteration (b~e) 
注: QM表示流量阈值, 定义为当潮波振幅梯度达到极小值所对应的流量值 

 
潮波振幅梯度是径潮动力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 

因此类似流量阈值效应, 外海潮汐动力变化(即周期

约为 15 d的大小潮)亦会导致潮波振幅梯度产生振幅

阈值效应(记为 ηM)。图 5 为磨刀门河口三灶-马口河

段日均 M2分潮潮波振幅梯度与三灶站日均 M2分潮

振幅的关系曲线。由图 5可见, 日均潮波振幅梯度极

小值在调整期略有增大, 约为 2.49×107 m1, 对应的

振幅阈值基本不变(约增大 0.14 cm)。图 5b~5e为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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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灶-马口河段 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δ)与三灶站日均 M2分潮振幅(ηSZ)的阈值关系(a)及其季节变化(b~e)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averaged M2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δ) in SZ-MK sector and the M2 tidal amplitude (ηSZ) 

observed at the SZ tidal gauging station to illustrate the threshold effect (a) and its seasonal alteration (b~e) 
注: ηM表示振幅阈值 

 
M2 分潮潮波振幅梯度与三灶站日均 M2 分潮振幅阈

值关系的季节变化。与图 4类似, 除调整期的冬季振

幅阈值效应消失外(图 5e), 其余季节均存在较明显的

振幅阈值效应, 其中夏季振幅梯度极小值最小, 其次

为春、秋两季, 最大为冬季。而平衡期阶段秋季的振

幅阈值最小, 冬季最大。调整期冬季阈值效应消失的

主要原因是下泄流量较小, 即便经过流域水库调蓄, 

调整期口门振幅依旧未能达到使衰减效应达到最大的

临界值(约 0.43 m)。达到振幅阈值前, 由于大潮流速振

幅较大导致其底床摩擦较大, 衰减效应增强, 潮波振

幅梯度减小。而达到振幅阈值后, 流速振幅增大导致

的潮能耗散不足以平衡地形辐聚增强(大潮时水深增

大)导致的潮能增加, 因此, 潮波振幅梯度略微增大。 

图 6 为相邻站点间沿程潮波振幅梯度随口门三

灶站振幅的变化曲线。结果表明, 振幅阈值效应仅存

在于径流动力占优势的河段, 主要存在于甘竹-马口

河段(仅调整期的冬季消失), 另外, 在竹银-甘竹河段

(春、夏季和平衡期的秋季)及灯笼山-竹银河段(调整

期的夏季)也有类似现象, 而在三灶-灯笼山河段, 该

现象则不存在。对于甘竹-马口河段, 平衡期阶段, 其

秋季潮波振幅梯度极小值最小 , 为3.55×105 m1, 

冬季值最大, 为3.52×105 m1。虽然冬季余水位减

小、底床摩擦增大, 但由于流量减小, 对潮能的耗散

作用亦减弱, 潮波振幅梯度反而增大, 表明在年内变

化中甘竹-马口河段主要受径流影响。而在调整期阶

段, 冬季振幅阈值效应消失, 这是由于冬季衰减效应

减小, 尚未达到阈值(约为3.23×105 m1); 其余季节

均存在阈值效应 , 表明要在更大的外海潮汐动力驱

动下才能使该河段发生阈值效应 , 这与强人类活动

驱动下各站点(三灶站除外)振幅均有不同程度的抬升

有关, 即两个站点间振幅差值需要达到临界值, 潮波

振幅梯度极小值才会出现。 

对于下游河段(竹银以下), 该区域主要受口门围

垦、河道整治工程等地形边界影响, 对径流非线性作

用的响应不明显 , 潮波振幅梯度随口门振幅的变化

基本呈线性关系, 而灯笼山-竹银河段出现阈值效应

(平衡期的夏季)主要是由于夏季衰减效应已达到调整

期阶段的阈值(约为3.92×10–5 m–1), 而平衡期振幅梯

度极值更小, 潮波衰减尚未达到该临界值。竹银-甘竹

河段阈值效应出现的原因与甘竹-马口河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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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相邻站点间河段 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δ)与三灶站日均振幅(ηSZ)关系曲线的季节变化 
Fig.6  Seasonal alte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averaged M2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of the sub-sector along 

neighboring tidal gauging stations and tidal amplitude observed in SZ tidal gauging station  
注: a~d: 三灶-灯笼山(δSZ-DLS); e~h: 灯笼山-竹银(δDLS-ZY); i~l: 竹银-甘竹(δZY-GZ); m~p: 甘竹-马口(δGZ-MK) 

 
表  4 为三灶-马口河段及相邻站点间河段的潮波

振幅梯度阈值及其对应的振幅阈值。沿程潮波振幅梯

度极小值变化规律与该河段 M2分潮潮波振幅梯度的

空间变化规律相似 , 竹银-甘竹河段衰减效应减弱 , 

到甘竹-马口河段衰减效应又增大, 表明甘竹站以上

河段受强烈径流调制, 潮波衰减效应增强。在上游河

段振幅沿程减小 , 若要达到潮波振幅梯度阈值已不

需要更大的口门振幅, 因此, 对应振幅阈值沿程略有

减小。 

4  讨论 

上述结果表明, 磨刀门河口流量-余水位及其梯

度关系在调整期阶段发生显著变化 , 同流量下沿程

各站点余水位及其梯度明显下降(张蔚等, 2008; Yang 

et al, 2020)。然而三角洲顶端的马口水文站年均流量

仅减小 816 m3/s (约为 11%), 下游口门处三灶站 M2

分潮振幅年均值仅变化 0.01 m, 表明上下游动力边界

的阶段性变化不是导致潮波振幅梯度与上下游关系

异变的主要原因 , 地形异变及其导致的底床摩擦效

应变化才是导致径潮动力格局转换的主导因素。 

余水位梯度作为表征径潮动力的重要参数 , 其

形成演变是探究地形异变对潮波传播影响机制的重

要依据和有效切入点 , 其解析表达式可由一维动量

守恒方程得到(Savenije et al, 2005) 

2 4/3
0

2

U UU U Z gh
U g g

t x x x K D




   
    

   
,   (15) 

式中, x为距离口门处的距离; ρ为水体密度; U为断面

平均流速; Z为自由水面高程; D为水深; g为重力加

速度; K为曼宁摩擦系数的倒数。忽略密度效应和对

流加速度项并假定流速具有周期性, 式(15)在一个潮

周期内积分可得式(16)(Cai et al, 2014)。 

4 /32

U UZ

x K D





,            (16) 

式(16)为余水位梯度的解析表达式, 其中 Z 为一个潮

周期内的余水位。表明余水位梯度主要与有效摩擦项

相平衡(Buschman et al, 2009; Sassi et al, 2013), 即余

水位梯度越大, 潮波所受有效摩擦越大。图 7为磨刀

门河口全河段及各河段 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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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灶-马口河段 M2 分潮潮波振幅梯度极小值(δM)及
其对应的振幅阈值(ηM)的季节变化 

Tab.4  Seasonal alterations in the minimum of daily averaged 
M2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δM) in SZ-MK sector and the 
critical tidal amplitude (ηM) observed at SZ tidal gauging 

station 

河段 阶段 季节 δM/ (×10–5 m–1) ηM/m 

春 1.41 0.43 

夏 1.41 0.43 

秋 1.41 0.43 

平衡期 

冬 1.40 0.43 

春 1.38 0.43 

夏 1.39 0.43 

秋 1.38 0.43 

三灶-马口 

调整期 

冬 — — 

春 — — 

夏 — — 

秋 — — 

平衡期 

冬 — — 

春 — — 

夏 3.92 0.44 

秋 — — 

灯笼山-竹银 

调整期 

冬 — — 

春 3.31 0.43 

夏 3.33 0.43 

秋 3.31 0.43 

平衡期 

冬 — — 

春 3.07 0.43 

夏 3.22 0.43 

秋 — — 

竹银-甘竹 

调整期 

冬 — — 

春 3.55 0.43 

夏 3.54 0.43 

秋 3.55 0.43 

平衡期 

冬 3.51 0.43 

春 3.23 0.43 

夏 3.23 0.43 

秋 3.23 0.43 

甘竹-马口 

调整期 

冬 — — 

注: “—”表示无阈值效应 

 

日均余水位梯度的关系曲线。三灶-马口河段的曲线

均为下凹形, 表明余水位梯度增大过程中, 潮波振幅

梯度减小速度减缓并趋近于其极小值 , 达到极小值

后变大 , 表明潮波振幅梯度的变化已不受底床摩擦

主导。竹银以下河段曲线为上凸形, 表明余水位梯度

增大时有效摩擦增大, 在该区域中, 靠近口门的三灶-

灯笼山河段(图 7b)在调整期变化速率更快, 该变化主

要由口门围垦导致的水深变浅主导, 而灯笼山-竹银

河段(图 7c)则受采砂和围垦的共同影响。竹银-甘竹

河段(图 7d)曲线由平衡期的下凹转变为调整期的上

凸形, 根据该河段余水位梯度和潮波振幅梯度曲线, 

相同的余水位梯度条件下, 潮波振幅梯度增大, 表明

有效摩擦对其影响减弱 , 这与航道疏浚后水深增大

有关。甘竹-马口河段(图 7e)曲线为下凹形, 这表明影

响该河段潮波传播的多种因素耦合作用增强 , 调整

期余水位梯度显著减小而水深增大 , 当两种效应的

耦合作用达到平衡时即达到潮波振幅梯度阈值 , 因

此调整期阶段潮波振幅梯度阈值大于平衡期。 

余水位梯度的阶段性变化是水面线适应地形变

化的直接反映。在人类活动干预前, 河床缓慢抬升, 

底坡降变化不大。1962~1977 年为缓慢淤积状态, 磨

刀门河口竹洲头-大排沙河段、大排沙-灯笼山河段平

均水深分别减小 0.49, 0.28 m; 1977~1999年, 水道受

到明显冲刷, 河道深泓下切深度为 0.59~1.70 m不等, 

平均水深增加 1.13 m (刘锋等, 2011); 磨刀门河口沿

程平均宽深比从 1960年的 6.25减小到 1999年的 4.73 

(河道趋向窄深化趋势发展 ), 同期河槽容积增大

34.15×106 m3 (Liu et al, 2019)。表 5统计了三灶-竹银

河段 1964、1977、1999、2016 年各水深区间的容积

和面积。按水深分成 0~2、2~5、5~10和>10 m四个

区间 , 分别计算各区间的河槽容积和面积。

1964~1977 年, 各水深段容积和面积均显著减小, 反

映以围垦为主导的淤积作用。1977~1999 年, 口门围

垦和采砂共存 , 前者导致口门大部分水域被围填成

陆地, 0~2 m 水深区间容积和面积均锐减, 然而水深

5 m 以下容积和面积显著增大, 表明河床大幅下切, 

两岸侵蚀效应增强, 河道被冲刷, 容积和面积增加量

分别为每年 3.78×106 m3和 0.90×106 m2。1999~2016

年, 强人类活动逐渐减弱, 但潮波传播过程已发生异

变, 加上上游水库建设导致泥沙减少, 导致河道水沙

分配格局发生变化, 潮汐动力显著增强, 冲刷效应进

一步加剧, 5 m 以下水深容积持续增大, 增加量为每

年 1.06×106 m3, 面积仅增大 2.93×106 m2。当冲淤态

势由淤积转变为冲刷时, 河道容积增大, 底床摩擦减

小, 潮波振幅梯度增大。 

5  结论 

本文基于珠江磨刀门河口沿程 4个潮位站的高、

低潮数据及相应时段马口水文站高、低潮数据和流量

数据, 采用基于流量驱动的 R_TIDE数据驱动模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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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相邻站点间河段 M2分潮日均潮波振幅梯度(δ)与日均余水位梯度(S)的变化 
Fig.7  Stepwise alte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averaged M2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δ) in SZ-MK sect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idual water level gradient (S) observed in each sub-sector  

表 5  三灶-竹银河段 1964、1977、1999、2016 年各水深区间的河槽容积和面积对比 
Tab.5  Comparison in water volume and surface area of the channel in different water depths in SZ-ZY sector observed in 1964, 1977, 

1999, 2016 

容积/(×106 m3) 面积/(×106 m2) 
水深区间/m 

1964年 1977年 1999年 2016年 1964年 1977年 1999年 2016年 

0~2 533.35 370.06 173.80 166.41 110.73 100.44 23.49 18.04 

2~5 263.13 136.56 155.28 161.83 113.68 80.91 25.80 22.60 

5~10 32.60 13.87 88.23 104.85 33.14 10.86 29.13 30.30 

＞10 0.94 0.63 9.41 16.20 0.75 0.56 2.10 3.86 

 
河口潮波传播的异变过程进行分析 , 根据余水位及

其梯度、M2 分潮振幅及其梯度的阶段性变化重点探

讨潮波振幅梯度与上下游动力边界的关系异变过程

及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  

(1) 与平衡期相比, 在强人类活动影响后的调整

期阶段, 各站点日均 M2 分潮振幅及其梯度增大, 其

中振幅在秋季变化最大(灯笼山-马口分别为 0.06、

0.10、0.10、0.13 m), 冬季最小(马口除外, 灯笼山、

竹银、甘竹分别为 0.05、0.08、0.07 m), 年内差异不

大; 潮波振幅梯度变化则较为复杂, 三灶-甘竹河段

沿程减小, 甘竹-马口河段阶段性变化增大。 

(2) 日均 M2 分潮潮波振幅梯度与下游动力边界

之间存在阈值效应, 主要出现在甘竹-马口河段。强人

类活动驱动下潮波振幅梯度阈值增大(三灶-马口河段

增量约为 2.50×10–7 m–1), 振幅阈值基本不变(仅增大

约 0.14 cm)。由于底床有效摩擦减小导致沿程潮能耗

散减弱, 因此当口门振幅相同时, 调整期的潮波振幅

梯度大于平衡期, 随着振幅增大, 底床摩擦效应越明

显, 导致调整期潮波衰减速度减缓, 当两个阶段的口

门振幅均达到振幅阈值时(此处假定振幅阈值相同), 

则调整期对应的潮波振幅梯度大于平衡期。 

(3) 对于潮波振幅梯度与大小潮的关系异变分析

需综合考虑地形、摩擦、流量等多因素影响。由于上

下游动力边界的阶段性变化不足以导致上述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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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变 , 因此地形及其引起的底床摩擦变化则是径潮

动力异变的根本原因。从 1964~2016年, 10 m以下水

深的容积增大 15.26×106 m3, 0~2 m水深容积则减小

366.94×106 m3, 反映河道窄深化的演变趋势。由于地

形的异变, 在口门振幅增大过程中, 达到振幅阈值前, 

由于底床摩擦增大 , 小潮时的潮波振幅梯度大于大

潮, 而达到振幅阈值后, 此时以地形辐聚为主导影响

因子导致潮波振幅梯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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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DAL AMPLITUDE 
GRADIENT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YNAMIC BOUNDARY 

CONDITIONS IN MODAOMEN ESTUARY, ZHUJIANG (PEARL) RIVER 

LI Bo1, 2, 3, 4,  YANG Hao1, 2, 3, 4,  OU Su-Ying1, 2, 3, 4,  CAI Hua-Yang1, 2, 3, 4,   
LIU Feng1, 2, 3, 4,  YANG Qing-Shu1, 2, 3, 4 

(1. Institute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Research, School of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tate and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Estuarine Hydraulic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Guang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oasts, Islands and Reefs, Guangzhou 510275, China; 4. Southern Laboratory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uhai), Zhuhai 519000, China) 

Abstract    Recent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have become a considerable driving force of estuarine ev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tidal wave propagation in an estuary shall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stuarine governance and human impact assessment. Taking Modaomen estuary of the Zhujiang (Pearl) River as an 

example, the stepwis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tide dynamics were studied. A data-driven R_Tide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 la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dal wave amplitude gradient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ynamic boundary (i.e. upstream river flow and portal tidal amplitu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the M2 tidal amplitude of each tidal gauging statio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except for Sanzao station), 

and has seasonal differences and periodic changes. The average increase along Denglongshan-Makou sector is about 

0.07 m, and the average increase of tidal wave amplitude gradient along river channel is about 4.61×106/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plitude gradient of tidal wave and the threshold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ynamic boundary shows that 

the threshold effect occurs in Ganzhu-Makou sector mainly. Under the impact of strong human activities, the amplitude 

gradient threshold of tidal wave increases, the corresponding river discharge increases,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tidal 

amplitude remains largely unchanged. Before the amplitude threshold, the amplitude attenuation effect of spring tid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neap tide due to the river-bed bottom friction. After exceeding the amplitude threshold, the geometric 

convergence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variation of tidal wave amplitude gradient, and the amplitude 

attenuation effect of spring tide is less than that of neap tide. The change of the threshold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oupling 

effect of multi-factors such as river discharge, geometry, and friction. When the geometric convergence and river-bed 

bottom friction is balanced, the threshold effect appears between the tidal wave amplitude gradient and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ynamic boundary. Understand such a phenomenon will provide a cruc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s well a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general. 

Key words    estuarine river-tide dynamics;  R_TIDE data-driven model;  intensive human interventions;  residual 

water level gradient;  threshold effect 

 


